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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推出的裁判规则具有创新价值，但存在碎片化缺憾：

一是未覆盖公司法体系内部的主要裁判规则盲区，法典化司法解释模式更无法保持其开放

性。二是未阐明公司法裁判规则的核心价值，致使裁判规则各行其是、彼此冲突。三是未

消除公司法与相邻法之间的裁判规则碎片化，致使有些争讼陷入法外之地。为消除规则冲

突与裁判盲区，增强《公司法》的可诉性、可裁性与可执行性，必须推进司法解释的体系

化设计。一要增强公司法裁判规则的体系化，既要扩充司法解释的外延与内涵，也要将法

典化释法策略转为渐进式释法策略。二要推进裁判理念体系化，尊重与保障公司生存权发

展权，弘扬股权文化，强化交易安全，保护职工权益，赋能公司社会责任，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公司理性自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三要推进公司

法与相邻法裁判规则的体系化。为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完美融合，公司法与民事诉

讼法应无缝对接。为充分释放公司法的正能量，必须在公司法优位的基础上推进公司法与

民法良性互动。法官在运用民法填补公司法漏洞之前必须竭尽公司自治法。为终结重刑轻

民、先刑后民的乱象，必须促成公司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无缝对接。为推进公司

治理民主化，必须促成公司法与劳动法的有机融合。为提升上市公司竞争力，必须促成公

司法与证券法之间的无缝对接，维护公司法作为上市公司基本法的地位。为确保不同所有

制企业之间的实质平等与各得其所，必须推动公司法与特定类型企业立法之间的有机衔接。

为公平化解公司破产阶段的特殊利益冲突，也要推动公司法与破产法之间的无缝对接。能否

公允提取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公约数、充分凝聚商业界与法学界的最大学术共识，

考验着公司法司法解释起草者的智慧与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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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司法是市场经济生活中的根本大法，是投资兴业、富民强国的总章程。2023 年 12 月 29 日

通过、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新《公司法》）鼎新革旧，鼓励

公司理性自治，尊重与保障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弘扬股权文化，鼓励投

资兴业，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公司创新，保护职工权益，促进劳资和谐，强化交易安全，化解

金融风险，赋能社会责任，深化国企改革，吸引外商投资，优化民企生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无怪乎，新《公司法》被社会各界普遍誉为“中小股东的春天、债权人的夏天、董监高（董事、

监事与高管）的秋天、双控人（控制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冬天”。
〔1〕 

不过，人类智慧是有限的，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必然都是遗憾的艺术。毫不夸张地说，新《公

司法》的每个条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草色遥看近却无”之憾。为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减少同

案不同判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下称《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其创新价值应予肯定，但三

大碎片化缺憾不容忽视：一是未能全面覆盖公司法体系内部的裁判规则盲区，试图一步到位的法

典化司法解释模式无法保持司法解释的开放性；二是未能阐明公司法裁判规则背后的核心价值与

指导思想，致使裁判规则各自为战、孤立无援、彼此冲突；三是未能消除公司法体系与外部相邻

法之间的裁判规则碎片化，致使法律交叉领域的争讼常常陷入法外之地。结果，《公司法解释征求

意见稿》未能彻底探明新《公司法》某些条文背后的立法原意，甚至有意无意地创设了规则冲突

与裁判盲区。尽管瑕不掩瑜，为切实增强新《公司法》的可诉性、可裁性与可执行性，必须全面

推动公司法裁判规则的体系化、裁判理念的体系化以及公司法与相邻法之间的同频共振。 

一、公司法裁判规则的体系化 

（一）大而全的法典化司法解释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的颁布开启了法典化新时代，公司法、商法、行

政法、刑法、环境法与知识产权等法律部门或领域的法典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学界热议话题。追

求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稳定化、定型化与系统化是立法者、裁判者与法学家的共同法治理想，无

可厚非。
〔2〕一步到位的法典化模式似乎是完美无缺的最佳立法释法选择。这种法典化思维也直接

影响《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思路。 

《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扭转了以往的分步走、渐进式公司法释法思路，旨在追求一部大而

全的法典化司法解释。从内容看，《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由八部分组成，共计 90 条。其中，

“一般规定”（第 1—11 条）解释新《公司法》第一章“总则”中的部分条款；“股东出资及与出资

                                                        
〔1〕 刘俊海：《论新〈公司法〉的溯及力：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诠释》，载《地方立法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1 页。 

〔2〕 刘俊海：《论〈公司法〉的法典化：由碎片化走向体系化的思考》，载《法律科学》2024 年第 1 期，第 15 − 33 页。 



论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的碎片化缺憾与体系化设计 

81 

有关的责任”（第 12—30 条）解释新《公司法》第三章第一节中的资本制度；“股权代持与投资者

权益保护”（第 31—39 条）增设股权代持与对赌裁判规则，并解释新《公司法》第 89 条第 3 款规

定的弱势股东遭受控股股东霸凌时请求有限公司回购股权的规则；“股权转让与优先购买权”（第

40—48 条）解释新《公司法》第四章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则；“公司治理”（第 49—59

条）解释新《公司法》第 57 条、第 110 条规定的股东知情权与第 210 条第 4 款规定的股东分红权；

“公司解散与清算”（第 60—77 条）解释新《公司法》第十二章规定的公司解散和清算制度；“上

市公司的特别规定”（第 78—87 条）解释新《公司法》第五章第五节规定的上市公司组织机构、

第六章第二节规定的股份转让与第九章规定的公司债券规则；“附则”（第 88—90 条）包括事实董

事和影子董事的法律适用、名词解释与适用范围。以上内容覆盖公司全生命周期中容易成讼的关

键节点，聚焦两造典型争议焦点，直击法官在裁判时游移不定的自由心证风险。 

（二）小而缺的碎片化司法解释条文 

理想总是丰满，现实总是骨感。《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试图将五部公司法司法解释打包整

合，全面升级改版为一部大而全的司法解释，但力不从心，外延上存在漏洞。 

司法解释不应缺少灵魂。《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一部分不仅缺乏统帅整部司法解释的一

般原则与核心价值体系，也遗漏了对总则多项关键条款的释疑解惑。新《公司法》总则有 28 个条

款，而《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一部分仅解释第 10 条、第 15 条、第 22 条、第 23 条、第 25

条、第 26 条与第 27 条，勉强覆盖总则条款的四分之一。在此，建议司法解释增强新《公司法》

下述条款的可诉性：第 1 条增设的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立法宗旨，第 5 条涉及

的“阴阳”章程的内外效力，第 15 条规定的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对外投资合同的效力，第 17

条增设的公司就解散与申请破产听取职工意见的可诉性，第 20 条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在公司决议

效力中的抗辩功能，第 21 条项下的股东滥权责任与第 84 条项下 30 日的除斥期间性质。新《公司

法》未作规定但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抢夺公章与营业执照的控制权之争也应进入释法者的法眼。 

资本信用是公司具有独立人格、股东享受有限责任待遇的前提与基础。第二部分解释股东出

资及与出资有关的责任，但忽视了资本制度中的核心争点。该部分仅涉及第 43 条、第 44 条、第

48 条、第 49 条、第 51 条、第 52 条、第 53 条、第 54 条，未提及劳务、劳务合同、商誉、特许

经营权、数据资产等新类型出资的合法性，未触及第 50 条项下的发起人就其他发起人瑕疵出资承

担连带责任的出资责任范围，未理顺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的责任与揭开公司面纱之间的适用边界。

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的度量衡究系股东出资金额抑或股权比例，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出质

股权效力的影响，起草者语焉不详。
〔3〕隐约之间，起草者似乎有意回避资本维持原则及其配套制

度的规范属性，因而对与之相抵触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未置可否。 

存在应当符合理性。第三部分粗线条地确认股权代持、私募股权基金（PE）或风险资本（VC）
                                                        

〔3〕 刘俊海：《有限公司出质股权的度量衡：股东出资额，抑或股权比例》，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第 103 − 114

页；刘俊海：《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后的出质股权守恒定律》，载《现代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135 −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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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赌债权与被霸凌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但忽视了魔鬼细节。该部分标题虽曰“股权代持与

投资者权益保护”，但未系统规定股东自益权与共益权的救济措施，因而名实不符，建议将该标题

更名为“股东权益保护”或“隐名股东、外部股东与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投资者”仅系证券

法的概念，而非公司法的概念。投资者或为股东，或为债权人。股权代持、对赌与被霸凌股东的

股权回购请求权等三项内容的排列组合也有欠严谨。因为被霸凌股东与 VC 的股权回购请求权在

主体与请求权基础方面大异其趣，股权代持与对赌也非属同一范畴。至于涉及股权的其他争点热

点难点疑点问题或散见于他处，或语焉不详。 

自由流转是股权财产的本质属性。第四部分简释股权转让与优先购买权，但忽视了核心争点，

既未提及股权变动的四项规则，也未甄别基础证据、推定证据与对抗证据等三类证据和而不同的

证明力。
〔4〕至于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的损益分配、优先购买权的恶意滥用、股权转让和股权让与

担保的区分、标的股权瑕疵担保义务的特殊性、股份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约定的优先购买权除斥

期间的效力、违反股权转让协议构成缔约目的落空或重大违约应予解除的事实认定，起草者也未

置可否。 

公司治理攸关公司的生存。第五部分对公司治理的解释过于粗疏，建议司法解释明确章程与

治理大纲等公司自治法的拘束力，引入万众期待的减免董事监事高管责任的商业判断规则，保护

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胜诉时的胜诉利益分取请求权，尊重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竞合时原告

股东的选择权，引进对实控人的实质穿透识别规则。 

公司也有其生命周期。第六部分在解释公司解散与清算时仍有思维盲点。该部分解释了第

231 条、第 232 条、第 233 条、第 235 条、第 236 条、第 237 条与第 238 条，也吸纳了现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20〕18 号）

的内容。此部分建议增设公司治理僵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识别规则，明确两年

僵局的起算点，确认股东非正式沟通形式的治理机制作为认定股东会与董事会不活跃的抗辩事

由，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目标公司被解散后的营业过渡期，揭开面纱公司诉请的释明与变更规

则，原告股东所持股权的强制拍卖规则，慎重解散公司的裁判理念以及公司注销后发现的公司

隐匿财产的分配规则。 

上市公司虽具有特殊性，但亦是公司，具有公司拥有的普遍共性。第七部分解释的上市公司

特别规则与非上市公司一般规则存在重叠或冲突。例如，第 37 条、第 38 条认为非上市公司及其

双控人的对赌债务一概有效，而第 82 条、第 83 条认为上市公司及其双控人的对赌债务一概无效。

这两种观点的尖锐对立缺乏公司法的底层逻辑。又如，第 86 条与第 87 条分别规定的债券持有人

会议决议的效力与受托管理人的诉讼地位实系公开发行债券的所有公司一体遵循的一般规则，并

非上市公司专属规则。公开发债公司未必是上市公司。同理，第 84 条不当财务资助规则与第 85
                                                        

〔4〕 刘俊海：《论股权转让时的股权变动规则：契约自由、公司确认与登记公示的三重维度》，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2 年第

5 期，第 98 −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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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违法薪酬退回规则也普适于各类公司。从条文草案的来源看，该部分似乎来自中国证监会的建

议稿。司法解释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司法解释起草者对监管者的建议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但是，

既要择其善者而从之，也要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即使将部门建议转化为司法解释条文，也要顾及

部门建议与司法解释其他内容之间的兼容性与协同性，力戒囫囵吞枣式的照单全收。 

司法解释的谋篇布局应当遵循体例完整、内容翔实的写作指引。遗憾的是，第八部分附则条

款略显单薄。该部分仅解释事实董事与影子董事的法律适用，而未触及两类董事之间的兼容性问

题，也未明确事实董事是否一并适用破产法、证券法与刑法等相邻法中针对董监高的责任条款。

该部分仅解释了三个名词，显然外延过窄。其中，第 90 条仅提及废止现行五部公司法司法解释，

而未提及该司法解释与其他司法解释相关条款之间的联动效力，更未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则漏洞

打上“补丁”。有关司法解释包括但不限于 2020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 号，下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2016

年发布 2020 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20〕21 号，下称《执行变更、追加规定》）以及 2024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4〕7 号）等。 

（三）现行五部公司法司法解释采取渐进式策略的睿智选择 

在新《公司法》修订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业已出台五部系列性公司法解释，每部司法解释名

称之后均特意加注了序列号。解释之一旨在明确《公司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除斥期间的

效力以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的持股期限与比例的内涵。解释之二聚焦公司解散和清算之

诉。解释之三专注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之诉。解释之四聚焦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

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股东代表诉讼。解释之五聚焦中小股东保护，囊括关联交易、无因解

任董事、分红权与股东纠纷调解。 

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渐进式策略可追溯于 2005 年《公司法》修订之前。基于对变动不居的公司

法实践的敬畏之心，最高人民法院选择了“分步走、零售式”的释法路径，起草了《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并于 2003 年 11 月 5 日在《人民

法院报》全文刊登，公开募集民意。
〔5〕全文由六部分、53 条组成，囊括了当事人因公司设立过程

中产生的民事责任、股权确认、股权转让、股东权益保护、股东对公司债务的直接责任等公司争

讼。随着 2005 年《公司法》的全面修订，此稿因时过境迁而偃旗息鼓。但此稿采取的分步走、“零

售式”的释法路径被 2005 年《公司法》修订后的五部司法解释忠实传承下来。 

“分步走、零售式”的释法策略既是偶然的历史机缘，也是必然的政治判断。其底层逻辑是“摸

着石头过河”、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维。该思维也是公司法现代化的指南针。公司法律关系的

规律性与复杂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阶段暴露得尚不充分。为避免转型阶段的过渡性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载《人民法院报》2003 年 11 月 5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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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关系被法律过早仓促固化而束缚未来改革，睿智立法者必须为改革探索预留必要的回旋余

地。
〔6〕释法者亦应如是。中外公司法之间的共性与个性的萃取、域外经验的充分消化与合理借鉴、

国际惯例与本土国情的深度融合，都离不开工匠精神与历史沉淀。因此，2005 年《公司法》修订

后的五部司法解释采取“成熟一部、制定一部”的释法思路既稳妥审慎，也理性科学。 

（四）裁判规则体系化与渐进式释法策略的适配性 

裁判规则体系化是公司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高质量释法的核心标志，是提升司法公信力、

改善裁判透明度、增强公司法竞争力、呵护市场创新韧性的不二法门。但是，体系化不简单等同

于法典化，更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推进裁判规则体系化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精雕细琢的精品

工程，而非一步到位的急就章，更不是贪大求全、大干快上的面子工程。 

《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追求大而全的法典化释法梦想，初心纯正、动机良善。不过，智者

千虑，必有一失。《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遗留的救济漏洞与盲区仅系沧海一粟，且非偶然。其

一，公司法体系博大精深，普通释法者难以望其项背。公司法不是法条之学、概念之学，而是经

验之学、实证之学。公司法的生命在于经验，但其魅力在于逻辑。公司法就是商业逻辑与法律逻

辑深度融合的结晶，历经了市场规律与法治规律的千锤百炼，对国内外公司法立法例、判例、学

说与商事习惯中蕴含的终极真理的萃取绝非一日之功。其二，裁判者、法学家与监管者的有限智

慧无法取代公司利益相关者的首创精神、商业逻辑与制度需求。公司法的核心价值的深刻理解、

规则设计的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都需要耐心地汇聚与倾听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集体智慧。学

者的天职是求异，立法者与释法者的天职是求同。萃取利益公约数、画大诉求同心圆是凝聚最大

限度共识的关键。倘若释法者未充分吸纳市场智慧、化解市场风险，就很容易滋生规则漏洞与安

全隐患。其三，公司法是与市场经济共同成长的活性法。司法解释对公司法的未来发展趋势无法

料事如神，而必须保持谦抑性、阶段性、开放性、动态性、包容性与创新性。创始股东对赌责任

由无限化走向有限化最终淡出历史舞台的大趋势，耐心资本的悄然崛起，即其适例。公司法的数

字化改革也方兴未艾。为避免司法解释束缚公司法的创新发展，释法者必须忍痛割爱，静待公司

法规则自然生长。如此一来，大而全的法典化、封闭化思维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乌托

邦。其四，倘若释法者明知或应知释法能力的局限性而又痴情于法典化思维、拒绝保持司法解释

的持续性与开放性，司法解释出台之日即有可能沦为公司法落伍之日、司法解释失灵之日。这绝

非危言耸听。 

鉴于《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提供的司法救济较为粗糙、单一，建议尽量充实多元化救济

工具箱。公司法的渊源不限于成文法，尚包括公司自治法（含商事习惯法）。成文法的规范属性也

有刚柔之别。契约自由、理性自治、公平竞争、理性博弈、自律监管、行政监管、协同共治、市

场选择、信用奖惩、道德评价与责任追究等司法救济的工具琳琅满目，各有其用。疑似的立法漏

                                                        
〔6〕 刘俊海：《新〈公司法〉的设计理念与框架建议》，载《法学杂志》2021 年第 2 期，第 1 −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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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也许是立法者刻意留白之作，旨在预留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意思自治、理性博弈与市场选择。

释法者也应因势利导、因案制宜地引导各方理性博弈，而非提供短平快的一刀切方案。 

鉴于《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覆盖面远未周全圆满，建议扩张释法外延，缩小释法盲区，

尽量对各类公司法争讼予以实质性回应。除前述漏洞外，还有诸多待解难题。《公司法》第二章规

定的公司登记制度的可诉性即其适例，建议明确登记机关的公示公信效力以及市场监管部门之外

的登记机构（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与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的登记行为的效力，释明错误登记

引发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竞合与选择，促成判令变更登记或涤除登记的裁判文书的执行法院

与登记机关的无缝对接，确认登记机关在审查申请登记资料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之时的审慎

形式审查义务等。 

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典故言犹在耳，释法者不可不察。为确保司法解释行稳致远，建议释法

者改弦易辙，胸怀对浩瀚无垠的公司法规范体系的敬畏之心，果断将大而全的释法策略转型升级

为小而美的渐进式释法策略。当务之急是，全面梳理社会各界的建设性意见与真知灼见，分门别

类地将其甄别为共识条款与分歧条款。建议将凝聚社会基本共识的条款纳入公司法系列解释之一

优先出台；将分歧较大的条款暂时搁置，列入后续研究内容，循序渐进，小步快跑，稳步推出；

而对于争议巨大且正反观点的说服力不分伯仲的争议条款、诱发商业伦理与核心价值观严重撕裂

的条款以及不合理减损特定公司利益相关者基本权利的条款，尤其要静待学术争鸣与市场检验。

求同存异是智慧，也是美德。 

二、公司法裁判理念的体系化 

（一）核心价值体系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中的画龙点睛功能 

核心价值是法律的灵魂，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有生命的灵性。核心价值体系缺失或破碎是

最大的法律漏洞，也是行为失序与裁判失灵之源。遗憾的是，《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一般规

定缺乏画龙点睛的统帅性总则条款，危害有四：一是具体条款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无法形成“一

加一大于二”的制度聚变合力。二是每个条款沦为冷冰冰的技术规范，缺乏必要的灵性和温度。

法官即使忠诚勤勉，也会沦为裁判规则的工具人，很难挥洒自如地在“本院认为”中详述精准裁

判理据。三是司法解释的碎片化之间又会形成规则的巨大裂痕、鸿沟与盲区。四是条款之间无法

首尾相顾，易滋生结构性的根本冲突。 

为确保《公司法》的核心价值体系落地生根、预防核心价值体系缺失引发的规则隐患，提升

司法解释的可诉性、可裁性与可执行性，建议《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在一般条款（总则）中确

立公司争讼裁判理念，并将其贯穿于司法解释体系。一要尊重与保障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促进公

司可持续发展；二要弘扬股权文化，鼓励投资兴业；三要强化交易安全，化解金融风险；四要保护

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五要赋能公司社会责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六要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中国公司法全球竞争力；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公司创新创造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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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要鼓励公司理性自治，提升公司善治水平；九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优化民营经济发

展生态。这些裁判理念和而不同、同频共振、良性互动，应共同构成公司法司法解释的压舱石与

四梁八柱。限于篇幅，笔者仅依序论述其中五大裁判理念，其余理念也应融化于司法解释之中。 

（二）尊重与保障公司生存权发展权，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是最核心的市场主体，是创造就业、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创新科技、改善民生、增加财

税、方便生活、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捍卫和平的顶梁柱，堪称国之重器。公司活力关乎股东回报，

影响经济增长，攸关公共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

保社会生产力。”
〔7〕《民法典》第 206 条第 3 款强调，“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

利”。我国公司规模虽已逾 6 000 万家，但创新活力、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亟待增强。不少公司生

命短暂，僵尸现象亦不罕见。资本不足与治理失序侵蚀公司活力，裁判权失灵也会束缚公司发展。 

我国 1981 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已废止）、1986 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已废止）后，才于 1993 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恰因公司法的历史晚于合

同法，迄今仍有法官固守“重合同法、轻公司法，重交易法、轻组织法”的思维定势。结果，旨

在捍卫公司核心利益的资本制度与治理规则经常被悬空冻结，不少无辜公司被判令解散或承担不

应承担的责任。倘若执行程序的文明、善意与温度不足，就会催生“一案审结百案生”的连环诉

讼与“一案审结一企亡”的悲剧。公司被诉讼拖垮后，利益相关者普遍遭受池鱼之殃：股东投资

颗粒无收，政府痛失纳税人，职工丧失工作，消费者失去供应商，原告胜诉裁判文书也难获执行。 

痛定思痛，建议司法解释开宗明义地明确尊重与保护公司生存权发展权的首要裁判理念，并

将其转化为具体裁判规则。所有公司争讼尤其是内部关系之争都必须在竭尽全力维系公司生命、

促成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寻求救济方案。 

鉴于《公司法》第 15 条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制度蕴含的公司生存权发展权具有公序良俗元素，

为根治法定代表人越权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担保合同的顽疾，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规定或公司依法

追认，法定代表人越权以公司名义签署的对外担保合同一概无效；善意相对人若因轻信法定代表

人而未另觅担保且主债权未获清偿的，可向主债务人行使债权，也可要求法定代表人按其过错程

度担责，但无权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民法典》第 171 条第 3 款与第 4 款的规定，越权签

署担保合同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法定代表人履行担保责任或赔偿损失，但赔偿范围

不得超过公司追认时相对人所获利益；相对人明知或应知越权代表事实的，相对人和法定代表人

按各自过错担责；其过错均与公司无涉，公司不对相对人担责，法定代表人担责后也无权向公司

追偿。
〔8〕这是由于公司既然尚未形成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就不必苛责。法官应适用《民法典担

保制度解释》第 17 条第 1 款第 3 项“债权人有过错而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之规定，而非第 1 项“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

                                                        
〔7〕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8〕 刘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效力规则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5 期，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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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之规定。 

基于股东会资本多数决规则与董事会人头多数决规则，倘若大小股东持股比例为八二开或九

一开，实际上难以出现真正的公司治理僵局。小股东无权要求解散公司，但可另觅救济，动辄解

散此类公司的做法值得商榷。
〔9〕为彰显服务型理念、赋能公司健康发展，建议法官从严把握僵局

构成要件。并非所有僵局都不可逆转或化解，为铸造司法公信，法官应在裁判理由中对照替代救

济，逐一详述其为避免公司解散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三）弘扬股权文化，加强产权保护 

鼓励投资兴业的股权文化具有六大内涵：股东主权、股东平等、股东民主、股东诚信、关怀

弱者与道义担当。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的前提是恒法善治。2025 年 10 月 23 日，党的第二十届

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下称《“十五五”规划建议》），重申“完善产权保护”等制度。股权是产权王冠上的璀璨宝

石。为留住内资、吸引外资、搞活国资，《公司法》细化了股东的知情权（第 57 条与第 110 条）、

分红权（第 210 条）、表决权（第 4 条、第 65 条与第 118 条）、累积投票权（第 117 条）、公司决议

诉权（第 26 条与第 27 条）、股东代表诉权（第 189 条）、转股权与优先购买权（第 84 条与第 85

条）、退股权（第 89 条与第 161 条）、解散公司诉权（第 231 条）、针对滥用权利股东的索赔权（第

21 条）、针对董监高的索赔权（第 190 条）、针对双控人的索赔权（第 192 条）。然而，上述条款皆

有“草色遥看近却无”之憾。 

《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股权保护释法的颗粒度有待打磨。第三部分的九个条款内容杂糅，

但未聚焦股权保护痛点，既未突出对弱势中小股东的精准保护，也未能对股权保护提供普适性裁

判指引。《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未提及股权代持的性质，未禁止当事人自由选择信托说、代理

说、委任说、借名协议说与无名契约说，但未提及法官在股权代持协议缺乏（含失窃或遗失）时

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规则与酌量因素（合意、出资与行权）。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是对偶概念，但

由于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缺乏深刻认识，《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沿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

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 号，下称《九民纪要》）中的“实际出资人”一词，而对“隐名

股东”讳莫如深。这一微妙态度显然不利于保护隐名股东权益。有些对赌条款约定创始股东以其

“届时”在公司所持股权或股权价值为限承担对赌责任，但对“届时”二字缺乏定义条款，建议《公

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将其解释为执行阶段拍卖、变卖股权之时。这也是主流仲裁机构与法院采

纳的最新通说。另外，建议豁免创始股东在丧失控制权之后的对赌之债。 

为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司法解释应敬畏股东主权为核心的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股东会中

心主义治理模式。董事会中心主义或总经理中心主义既缺乏理据，也不是国际惯例。
〔10〕因为董事

                                                        
〔9〕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初 59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1504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

院（2019）最高法民申 1474 号民事裁定书。 

〔10〕 刘俊海：《董事会中心主义神话破灭后的董事会角色定位：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载《财经法学》2023 年第 4

期，第 3 −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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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管理层的权力源于众股东授权，而非立法者恩准，也非天赋神授，更非代理人自我赋权。《公

司法》第 152 条规定的授权资本制的授权者也不是立法者，而是股东。立法者无权越俎代庖，僭

越股东主权的边界。股东主权作为国有和民营股东的高度共识，理应获得司法确认。公司治理权

源自股东，服务股东，并由股东协同行使。董事会与管理层权力除由默认性规范列举外，可由章

程斟酌自身产业性质、发展战略、公司文化与风控状况等因素适时适度缩放。股东是因企施策的

公司治理规则最佳设计师。《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10 条第 2 款认为股东会将依法只能由股

东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或将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收归股东会行使的决

议无效。此说有违股东中心主义，应予纠正。 
为构建股东友好型司法救济体系，建议司法解释设立专章保护中小股东权利，全面系统地设

计股东权益（包括自益权与共益权）保护规则，突出重点，精准聚焦，加大保护力度，充实工具

箱，明确不同权利行使与救济的优先序，扭转大病小治、小病大治、有病不治、无病也治的乱象。

以其综合性价比为降序，弱势股东救济依次为知情权、治理参与权、股东代表诉讼、转股权、分

红权、回购权与解散公司诉权。若公司持续运营、盈利甚丰，但当事人无法就转股对价达成合意，

股东可寻求资产评估和审计服务，并通过公开竞争手段寻求最公平合理的股权转让对价。建议理

顺被霸凌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强制分红之诉与司法解散公司之诉的优先序；建议推出双层股权架

构等种类股东的平等保护原则与反歧视措施。
〔11〕 

在现实中，有些“铁公鸡”公司虽然盈利甚丰，却长期恶意不分红。控股股东貌似“与民同

乐”、未获分红，但背后的秘密是，控股股东通过不公允不透明的关联交易、过高的不合理薪酬或

侵占财产等方式获得变相分红。有些中小股东不愿退出公司，仅期待获得合理分红。中小股东的

这一核心诉求正当合理，并不为过。《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52 条第 3 款抛弃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释〔2020〕18 号）第 15 条

赋予中小股东的司法强制分红请求权，将其置换为股权回购请求权，是中小股东保护的退步。为

激浊扬清，建议同时保留强制分红请求权与股权回购请求权两项权利；救济措施的选择权归中小

股东，而非裁判者，更非公司及其双控人。 

（四）强化交易安全，防范金融风险 

保护债权人是公司法的第三天职。为加速商事流转、降低交易成本，必须打造兴利除弊的安

全型公司法，营造债权人友好型公司生态环境。债权人既期待民法“广谱药”的加持，也渴望公

司法“靶向药”的护佑。新《公司法》开启了适度向债权人倾斜的注册资本认缴制新模式。其一，

第 47 条填补注册资本认缴制短板，增设 5 年实缴出资的天花板，并授权法律、行政法规与国务院

决定在特殊行业缩短 5 年出资期限。其二，第 54 条确认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适度缩短出资期

限利益。其三，第 88 条明确了股权转让链条中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责任与瑕疵出资责任在新旧股

                                                        
〔11〕 徐海燕、王一天：《新〈公司法〉框架下双层股权制度的体系化适用——以降低控制权总成本为视角》，载《经贸法律评论》

2025 年第 2 期，第 39 − 59 页；刘俊海：《论上市公司双层股权架构的兴利除弊》，载《比较法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173 −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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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之间的合理配置。其四，第 51 条课以董事催缴出资义务以及赔偿之责。其五，第 52 条引入瑕

疵出资股东失权制度。其六，第 53 条课以抽逃出资股东及有过错董监高的连带赔偿责任。其七，

第 251 条规定公司未依法公示有关实缴出资信息或不如实公示有关实缴出资信息的罚款。其八，

第 252 条规定了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未按期交付出资的罚款。以上制度设计旨在督促股东理

性认缴出资、及时实缴出资，警示公司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出资信息披露义务，维护交易安全。 

不过，上述条款的可诉性、可裁性与可执行性有待提升，《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债权人

的保护亦有碎片化现象。作为治本之策，建议确立基于股东剩余索取权的股债两分定律。在内部

关系中，股权平等，债权平等。在外部关系中，内外有序，先人后己，即股东劣后于债权人分享

股利，率先承受风险；在债权与股权的义务人均指向同一公司时，债权优位于股权。在债权人足

额受偿之前，股东不得染指公司财产。在僧多粥少时，内外债权人的受偿顺序究竟如何，《公司法

解释征求意见稿》未置可否。为夯实资本信用，综合权衡国内外立法例、判例与学说，建议采取

以债权平等为原则、股东债权居次与外部债权优位为例外的折中主义。
〔12〕股东债权人若存在瑕疵

出资或抽逃出资，就没有资格与外部债权人平等受偿，也无权就未出资股权享受分红权与表决权，

更不得主张其股权出资义务与对公司债权的抵销。仅有债权化的股东分红权才能作为债权申报。

为清除 PE/VC 与目标公司对赌之债滋生蔓延的明股实债的潜规则，法院应确认其无效。 

《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4 条至第 8 条规定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仍有漏洞，建议法官精准

区分债权人之自愿或非自愿类型，对契约之债与侵权之债采取差异化政策。基于人格权优先保护

理念，法院可判令侵权公司的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受害自然人的人格权损害承担按份责任。揭开一

人公司面纱的特别规则优先于揭开股东多元化公司面纱的一般规则而适用。倘若一人股东能自证

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泾渭分明，法院就不应支持原告再援引新《公司法》第 23 条第 1 款追究一人

股东的连带责任。为鼓励中小微公司健康成长，法院要包容一人公司与生俱来的不规范性与灵活

性治理。 

新《公司法》第 23 条第 2 款引入的公司集团合并揭开面纱（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覆盖双

控人与公司间的纵向关系、姊妹公司间的横向关系以及纵横交错的其他关联关系，不宜被限缩为

“横向揭纱”。揭纱有顺逆、正反、纵横之别。
〔13〕为遏制公司集团丢车保帅的道德风险，建议司法

解释确认“执转破”的可逆性，确立“破转执”规则。对滥用公司集团关联关系而实施假破产、

真逃债的案件，应一律推行实质合并破产。公司集团实质合并破产与合并揭开面纱和而不同，不

易混淆。
〔14〕 

（五）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公司创新创造创优 
“企业家”泛指各类商个人，涵盖创始股东（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即双控人），

                                                        
〔12〕 刘俊海：《债权人友好型〈公司法〉理念和制度重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第 140 − 159 页。 

〔13〕 刘俊海：《论合并揭开公司集团面纱制度：治理失灵时的债权人保护机制》，载《法学杂志》2024 年第 4 期，第 1 − 23 页。 

〔14〕 刘俊海：《论债权人友好型的公司退出制度重塑——以股东与债权人理性博弈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25 年第 6 期，第

19 −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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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监高，个体户，个人独资企业主与合伙人等。
〔15〕有些企业家一身多任，集创始股东、双控人、

董监高、董事长、总经理或法定代表人于一身。民企、国企、外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都有企业

家群体的身影。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生产要素中的无价之宝，是新《公司法》2023 年修订时新

增的立法宗旨之一。弘扬企业家精神有助于激发企业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优秀企业家精

神的内涵有十个方面：（1）诚实守信。企业家对公司与全体股东负有忠诚义务，核心是忠实克己、

不贪婪、不回避利益冲突。企业家与公司及其股东发生利益冲突时，须以公司及其股东利益为先，

隐忍个人利益。（2）谨慎勤勉。企业家要敬业善管，勤勉尽责，谦恭谨慎，稳中求进，粗中有细；

要反对粗心大意，急躁冒进，消极躺平，低效内卷。（3）创新进取。产品、服务与商业模式的开

拓创新永无止境。颠覆式创新更是无价之宝。（4）善意冒险。有交易必有风险，公司总在挑战风

险的过程中破浪前行。冒险是企业家的标配品格，冒险有善恶之别。企业家精神仅保护为追求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而披荆斩棘的善意冒险。（5）社会责任。企业家要主动践行 ESG（环境、社

会和公司治理）要求，善待非股东利益相关者。（6）遵法合规。企业家应修炼“四商合一”的素

养：自觉信仰与敬畏法律的法商，践行最佳商业伦理的德商，不断创新的智商，受人尊敬与信任

的情商。（7）团队合作。公司经营与治理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诚合作的企业家团队共襄盛

举。董事长或法定代表人自诩为“公司一把手”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

（8）民主决策。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决策要符合“程序严谨严密、内容合法合章”的要求，

董监高在参与民主决策时要勤勉履职，理性投赞成票，勇敢投反对票，慎重投弃权票。（9）宽容

失败。2017 年 9 月 8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就强调，“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对企业

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10）精准问责。问责中要坚持过错

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辅，不伤及无辜，不动辄得咎；要坚持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连

带责任规范要保持统一化与谦抑化，赋予董监高在承担连带责任后的法定追偿权。 

当前，不少企业家普遍反映其苦于苛责久矣：苛责机制一枝独秀，责任减免机制缺失，利益

激励机制不彰。长此以往，必然抑制百折不挠、拼搏进取、善意冒险、大胆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没有合理容错的配套制度加持，就没有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会失灵，但裁判权不应失灵。 

遗憾的是，《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只字未提企业家精神，更未将其融化于裁判规则。为弘

扬企业家精神，必须建立健全宽严相济、善恶有别、过责相当、精准追责、善意免责、公平减责、

宽容失败、合理容错的企业家精神友好型裁判体系；要坚持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要精

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人责任，董监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对第三人负责为例外。

                                                        
〔15〕 刘俊海：《董事责任制度重构：精准问责、合理容错、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载《交大法学》2023 年第 3

期，第 94 −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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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新《公司法》第 191 条限缩适用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陆续确立了商业判断规则（business judgement rule）。2023 年《G20/OECD

公司治理原则》也肯定了其安全港功能。
〔16〕我国是 G20（二十国集团）成员与 OECD（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主要伙伴，对此不可不察。商业判断规则的底层逻辑有二：一是法官没有能力评

估高度情境化的商业决策；二是在标准模糊与秋后算账的偏见之下，机械僵硬地落实勤勉义务

带来的法律错误风险会诱导决策者追求投资回报较低的安全项目、抛弃预期回报率较高的风险

项目。
〔17〕结果，股东因管理层防御性管理策略而遭受的损失可能大于因阻止管理层偶尔疏忽而获

得的收益。
〔18〕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际惯例，即使某商业判断事后被证明为失误且给公司造成损

失，但只要参与决策者能举证证明其履职行为符合以下三大要件，仍可免责：一是基于善意（而

非恶意）而为；二是为追求公司最佳利益（含近期利益与中远期利益）而表决；三是在表决前已

搜集与分析决策所需信息。商业判断规则是企业家诚信勤勉履职的护身符，是激励其开拓进取、

冒险探索、创新创业、创造创优的制度秘笈。法官要扭转以成败论英雄的思维定势，抵制成王败

寇的潜意识，抛弃“事后诸葛亮的马后炮”思维。法官仅擅长法律判断，不擅长也不宜作商业判

断。只有导入商业判断规则，才能预防企业家沦为流汗流血又流泪的孤勇者。 

利益捆绑是最好的激励机制，也是最好的约束机制。建议司法解释确认公司自主建立与可持

续发展业绩紧密挂钩的企业家薪酬与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性，确保民企、国企、外企与混合所有

制企业中企业家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真正平等，实现规则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

等、责任平等。 

控制权是中性词。善用得法，可修炼为天使；滥用至极，则堕落为魔鬼。对待控制权的司法

态度是兴利除弊，因势利导，激浊扬清。双控人也要善用公司控制权，不得滥用。商业判断规则

与公平追责机制也准用于事实董事与影子董事。双控人群体中的商人也是企业家。 

三、公司法与相邻法交叉领域争讼裁判规则的体系化 

（一）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无缝对接 

第一，要正视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相互脱节的现实。公司法是实体法与组织法，民事诉

讼法是程序法与争讼法。我国尚无“商法典”，更遑论“商事诉讼法”。《公司法》虽然有 31 处提

及“人民法院”，19 处提及“诉讼”，但缺乏完整系统的公司诉讼程序，提及的法院诉讼也是蜻蜓

点水。点到为止的作用在于，指引诉讼方向，而非确定操作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16〕 OECD, 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23,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3/ 

09/g20-oecd-principles-of-corporate-governance-2023_60836fcb/ed750b30-en.pdf. 

〔17〕 Gagliardi v. 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 Delaware Court of Chancery, 683 A.2d 1049 (1996). 

〔18〕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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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民事诉讼法》）又缺乏针对公司的特别民事诉讼程序。鉴于公司法律关系对程序正义的要

求有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公司法司法解释理应在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架起一座金色的桥

梁。遗憾的是，《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尚未触及《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都忽视的公司特

别诉讼程序盲区，致使普通民事诉讼的一般性代替了公司特别诉讼程序的差异化，值得查缺补漏。

为提高诉讼效率，建议将股东知情权之诉、公司诉请返还印章与印信资料之诉、股东行使表决权

资格案件等纳入一审终审的特别程序。 

第二，鉴于裁判程序与执行程序之间尚未实现首尾相顾，建议同步整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与《执

行变更、追加规定》。《执行变更、追加规定》出台于 2016 年 11 月，旨在解决当时的执行难问题，

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阶段性策略目标，因而在多个场合例外允许执行法院突破股东有限责

任原则与公司独立法律人格的基本制度，直接追加有关股东为被执行人。虽然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的股东有权申请复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但这种程序正义的保障力度远逊于普通民事诉讼。
〔19〕

问题是，法院为完成阶段性执行目标而推出的追加被执行人的非常态措施不宜常态化、扩大化，

更不宜出现“以执代审”的极端现象。债权人固然需要保护，但不得以窒息投资兴业为代价，不

应贬损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否则，就会使投资信心产生寒蝉效应。为遏制“难

言之隐，一追就灵”的执行程序滥用，《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在涉及揭开公司面纱（第 6 条）、

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第 24 条）、认缴出资情形下的股权转让（第 43 条）与出资不实场合的股权转

让（第 44 条）等四种情形排除《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 17 条与第 20 条规定的快速执行程序，

但仍未撼动《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 18 条、第 19 条、第 21 条、第 22 条与第 23 条规定的快速

执行程序。为凸显程序正义、尊重期限利益、维护公司秩序，平等保护当事人诉权与抗辩权，建

议取消《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破例开辟的针对公司法律关系当事人尤其是股东的追加被执行人

程序，尽量将公司争讼回归裁判程序。正义的追求必须遵循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其要义是民

主理性、两造对抗、充分举证、精准质证、理性辩论、上诉纠错、再审监督。 

第三，建议司法解释重申开门立案、凡诉必立的现代司法理念，删除剥夺不当诉权的司法解

释条款。意思自治会失灵，裁判权不应失灵。《法国民法典》第 4 条禁止法官以法无规定或规定不

明确为由拒绝裁判争讼的理念振聋发聩。法院必须开门立案、凡诉必立。以诉止诉是无奈但迫不

得已的选择。遗憾的是，《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剥夺了某些当事人的诉权。第 10 条简单粗暴

地选择“不能请求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标题，直接暴露出对股东法定权利的冷漠与否定。其

第 1 款规定：“当事人请求判令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就从根本上

否定了股东依《公司法》第 62 条、第 63 条、第 113 条与第 114 条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与自

行召集股东会会议的权利的可诉性，剥夺了具有公益之心的适格股东在权利受侵、公司治理失灵

时应有的救济措施。《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10 条脱胎于 2019 年《九民纪要》第二节第八小

                                                        
〔19〕 刘俊海：《论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兴利除弊：兼论期限利益与交易安全的动态平衡》，载《学术论坛》2024 年第 1 期，第 44 − 59 页。 



论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的碎片化缺憾与体系化设计 

93 

节第 29 点有关请求召开股东（大）会不可诉的裁判思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本质上属于公

司内部治理范围。股东请求判令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按照《公司法》

第 40 条或者第 101 条规定的程序自行召开。股东坚持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

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这种观点既缺乏理据，也前后矛盾。按照归谬法将其推演下去，围绕治

理与资本展开的公司法律关系都是内部法律关系，缺乏可诉性。既然如此，《九民纪要》缘何仅选

择性否定股东激活股东会与董事会决策机制的权利的可诉性？鉴于起草者无法提供甄别公司治理

规则可诉性与不可诉性的标准，建议删除《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10 条，全面尊重各类公司

利益相关者的诉权。 

第四，建议细化公司调解程序，全面激活公司自治与利益相关者的理性博弈机制。由于法院

普遍存在人少案多的压力，各级法院开始重视多元解纷机制，鼓励案源分流到调解、仲裁机构，

也鼓励诉前协商与调解机制，更鼓励庭内调解。《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8 次提及“调解”。第

58 条允许股东代表诉讼的理性调解，要求调解协议须经公司决议通过且由法院出具调解书予以确

认。第 64 条强调注重调解原则，要求法院审理解散公司案件时注重调解，但是对调解的方法论语

焉不详。为确保案结事了、预防全胜全败的裁判风险，法官应在审判与执行环节创造性地主导发

起调解程序、量身定制调解方案、全程促进调解进程，及时打破调解僵局。法官要促成两造换位

思考、登高望远、舍小得大、握手言和，共同找到互利共赢的和解方案。法律不仅是斗争、对抗

的艺术，也是重建信任、走向合作的艺术。 

第五，建议旗帜鲜明地禁止各级法院受理法律行为有效确认之诉，杜绝道德风险外溢。保护

诉权是前提，实现无讼是目标。无讼与兴讼代表着两极，既不能以无讼乌托邦为名剥夺当事人诉

权，也不能以保护诉权为名纵容滥诉尤其是虚假诉讼。《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既存在不当剥夺

某些诉权的偏激缺憾，也存在过度保护某些诉权的极端失误。例如，第 9 条既要求法院受理确认

公司决议有效之诉，也允许当事人在法院作出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裁判后另行提起撤销公司决议

之诉，徒遗叠床架屋之讥：其一，法院既已确认决议有效，又何必怂恿当事人诉请撤销已被另案

裁判确认有效的决议？其二，法院既然有意保护当事人撤销决议之诉，又何苦怂恿当事人提起天

怒人怨的决议有效确认之诉？基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私法自治理念，既然没有生效裁判文书

确认特定法律行为（包括公司章程、公司决议、股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就应推定其有

效。理性善良、光明磊落的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根本无须提起法律行为有效确认之诉，仅需要在必

要时提起无效确认之诉或可撤销之诉即可。 

第六，警惕法律行为有效确认之诉的背后意图。当事人本来无须提起法律行为有效确认之诉，

却执意提起此类诉讼，大概率会存在滥用诉权、追求法外利益的难言之隐与不良动机。司空见惯

的乱象是，有些债务人为规避或对抗裁判文书执行、侵害国家或者第三人的权益，经常恶意串通，

合谋提起有效确认之诉。这类“拉手诉讼”和“双簧诉讼”多如过江之鲫，已成法治社会之公害。

有人认为，受理法律行为有效确认之诉可以使当事人更安心、行政机关更放心。此说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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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当事人不安心、行政机关不放心的心理焦虑的治本之策是，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

法治社会，培育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与敬畏之心。与逐一确认法律行为有效的个案判决相比，惠

及万众的良法善治（法治）才是最大的定心丸。倘若公司登记机关拒绝、怠于办理公司决议登记

服务，当事人可提起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更非确认有效之诉。另外，人少案多、力不从心

的法院根本无力历经两审终审程序的千辛万苦，将社会上业已存在且不断涌现的海量商事行为的

合法性与有效性逐一进行司法确认和信用背书。因此，建议法院痛下决心，不再受理股东、董监

高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诉讼，也不再受理各类法律行为有效确认之诉。 

（二）公司法与《民法典》之间的同频共振 

首先，司法解释要彰显公司法的商法品性，尽量避免以《民法典》的一般规定代替或蚕食公

司法的特别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5 年 9 月 30 日发布的《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通知中

指出，要“确保司法解释能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共识，与民法典、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精神保持高

度一致”。《民法典》的精神与公司法的精神和而不同，而非等同。通说认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

设秉持“民商合一”传统，把许多商法规范纳入民法之中。
〔20〕《民法典》从法人制度视角对公司法

的设计理念与制度安排进行了提纯萃取，重申了公司法作为特别法而优先适用的法律地位。《民法典》

第 11 条强调，“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公司法是调整公司法律关系的靶

向药，而民法是调整公司法律关系的广谱药。凡是新《公司法》有特别规定的，一律优先适用，裁

判者不应直接穿越适用民法规范。既然公司法是特别法，公司法司法解释就应聚焦公司法，而非《民

法典》。凡是公司法已有规定的，司法解释可从公司法中直接寻求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不应也不

必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每个条款逐一还原为民法的一般原则与一般规则。公司法学界普遍

认为，《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民法化色彩过浓，公司法特色未获得充分彰显。笔者从之。 

其次，司法解释在运用《民法典》填补公司法漏洞之前应竭尽公司自治法。公司自治法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章程、股东协议、公司治理规则、行业自律规则、商事习惯与商事法理。《民法典》

第 10 条重视习惯的裁判规范功能：“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

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1 条同时提及习惯与法理的地位：“民

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为弘扬理性自治精神，若公司法未作规定或

规定不明，应优先寻求并适用公司自治法。只有在竭尽公司自治法资源之后，才能补充适用《民

法典》。因此，调整公司关系的准据法优先序依次为公司立法、公司自治法、民法具体制度、民法

一般原则。若商事习惯不同于民事习惯，应以商事习惯马首是瞻；若商事法理不同于民事法理，

应以商事法理为准。为激活市场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功能，法官只有在竭尽全部公司

法资源而依然无果时，才能例外回归《民法典》，而不得在未耗尽公司自治法资源的情况下轻易启

                                                        
〔20〕 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网，http://www.npc.gov.cn/npc/c2434/dbdh13j3c/ 

dbdh13j3c007/202005/t20200523_306322.html。 



论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的碎片化缺憾与体系化设计 

95 

动民法规则。
〔21〕 

再次，公司自治法并不必然劣后于成文公司法。若成文公司法中的规范为任意性或倡导性规

范，而争讼两造商人以明示或默示优选公司自治法，裁判者仍应优先适用自治法。对此，《日本民

法典》第 91 条规定了异于任意性规定的习惯的地位：“在不关乎公共秩序的法律规定与习惯不同

的场合，若能确认法律行为当事人有意遵守该习惯，则该习惯应当优先适用。”该立法例充分尊重

意思自治原则，足资我国镜鉴。 

最后，在竭尽公司法的成文法与自治法资源以后，法官若依然找寻不到裁判依据，可补充适

用民法的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则。一般原则包括平等、自由（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

用、公序良俗与以人为本等内容。具体规则包括但不限于物权、合同、侵权与担保等内容。
〔22〕 

（三）公司法与刑法之间的同频共振 

公司法律关系主体在实践中经常受困于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不公。在实体法层面，存在重刑

轻民、以刑代民、以刑废民、以刑扰民的乱象；在程序法层面，存在先刑后民、以刑拖民、以刑

终民、以刑止民的乱象。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下称《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 63 条要求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遵守追诉期限，禁止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

济纠纷。《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3 次提及“犯罪”。其中，第 17 条规定以犯罪所得财产出资的

裁判规则，第 32 条第 3 款在提及股权代持合同涉嫌违法且未经处理的情形时要求法院将涉刑案件

线索移送有关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但《公司

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公司法与刑法交叉领域的其他问题未置可否。 

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与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协同性、科学性与稳

定性，建议司法解释推动公司法与刑法之间的无缝对接、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扭转两法之间存

在的碎片化与孤岛化现象。就实体正义而言，要坚持以民为本、民主刑辅的理念；就程序正义而

言，要确立先民后刑、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理念。
〔23〕公司法是前置法、价值法、目标法；刑法

是后置法、工具法、手段法。刑法要尊重与保护诚实信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

容普惠、可持续、可复制的投资与商业模式。只有尊重并维护公司法秩序的统一性，才能彰显刑

法的权威与价值。 

为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要明确追首恶的刑事司法政策，精准锁定公司背后的实质违法者，

预防刑责株连。在企业家涉刑时，要避免误伤无辜公司。要严格区分股东股权与公司物权，尊重

股权转让的独立性，法官不得将股权转让实质穿透识别为公司的物权转让。要落实刑法对民企、

                                                        
〔21〕 刘俊海：《论和而不同的民商法二元框架体系下的新〈公司法〉解释与改革路径》，载《人大法律评论》2023 年第 1 辑，法律

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3 − 53 页；刘俊海：《债权人友好型〈公司法〉理念和制度重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第

140 − 160 页。 

〔22〕 刘俊海：《论公司法与民法典的良性互动关系》，载《法学论坛》2021 年第 2 期，第 76 − 88 页。 

〔23〕 刘俊海：《论公司法与刑法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刑民交叉案件为视角》，载《法治社会》2023 年第 1 期，第 41 −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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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外企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平等保护，推动侵害国企财产与民企财产的行为同罪同罚。在甄

别个人犯罪与公司犯罪时，要采取兼顾公司利益与意志的职权范围标准。要确保刑法的谦抑性，

必须明确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与疑罪从无等三大原则。疑罪从无是对无罪推定的传承与发展，但

二者也存在严格区别。在对被告行为是否具有必须由刑法制裁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存疑时，法院应

宣告被告无罪。只要被告行为介于合法民事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模糊边界，就应被确认无罪。

疑罪从无可以破解“布袋罪”（如非法经营罪与寻衅滋事罪）被滥用的难题。 

（四）公司法与劳动法之间的无缝对接 

资本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新《公司法》将保护职工权益增

列为立法宗旨。
〔24〕为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该法总则与分则鼓励工会、职代会、职工监事、职工

董事与审计委员会职工代表参与公司民主治理。为确保公司决议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第 17 条第 3

款要求公司研究决定改制、解散、申请破产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听

取工会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为实现股东与劳动者利益捆

绑，第 162 条与第 163 条破例允许公司为推行员工持股计划而回购股份或提供财务资助。遗憾的

是，《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此一字未提，甚至连“职工”“劳动者”的概念也未提及。为构

建股东与劳动者同甘共苦的利益共同体，建议司法解释推动公司法与劳动法之间的同频共振。 

最高人民法院 2023 年 12 月 12 日公开征求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 1 条曾主张：“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以股权激励方式为

劳动者发放劳动报酬，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给付股权激励标的或者赔偿股权激励损失发生的纠纷

属于劳动争议，但因行使股权发生的纠纷除外。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

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企业界普遍反对，主张劳动者股权激励属于商事争议，仲裁

性质是商事仲裁，而非劳动争议仲裁。一旦当事人选择商事仲裁，法院就不应重复受理。鉴于社

会分歧过大，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二）》（法释〔2025〕12 号）删除了该条款。为回应劳资双方关切，公司法司法解释不宜继

续回避争议，而应在严格区分劳动关系与商事关系的基础上，尽快将股权激励争议的受理与裁判

纳入公司法轨道。 

为预防《公司法》第 17 条第 3 款陷入空转，建议司法解释明确将职工或者工会列入提起公司

决议无效确认之诉、不成立确认之诉与可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但所涉决议应限定于公司改制、

解散、申请破产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等攸关职工切身利益的特定内容。 

（五）公司法与证券法之间的同频共振 

公司法与证券法之间的同频共振集中体现在上市公司领域。首先，司法解释要尽量维护而非

破坏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的共性规则。《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七部分聚焦上市公司的

                                                        
〔24〕 刘俊海：《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体系化设计：立法宗旨、制度重构与股权纽带的三重视角》，载《北方法学》2023 年第 4 期，

第 5 −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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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规定，但割裂了公司基本制度（尤其是资本与治理）的内在统一性。第 37 条、第 38 条认为，

非上市公司对赌之债与非上市公司双控人对赌之债一概有效；而第 82 条、第 83 条认为，上市公

司对赌之债与上市公司双控人对赌之债一概无效。这就否定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一体遵循资

本维持原则的同质性，割裂了非上市公司双控人与上市公司双控人一体享受契约自由的同质性，

抹杀了目标公司对赌之债与双控人对赌之债在风险外溢方面的不同效果。为兴利除弊，建议司法

解释确立稳定透明、公平合理、预期精准、多赢共享的对赌条款二元论裁判规则体系：一是确认

公司对赌之债无效；二是适度放开双控人对赌之债，以解公司融资的燃眉之急。为遏制上市公司

双控人对赌的道德风险外溢、提高双控人对赌的透明度，可同步激活针对上市公司双控人对赌行

为的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信息披露、行政处罚、民事责任与信用约束等工具箱。 

其次，公司法司法解释要着眼于预防上市公司监管立法对公司法体系的不当蚕食。中国证监

会 2025 年 12 月 5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稿）》（下称《监管条例草案》），

共计 8 章 74 条，细化了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规则，扩张了公司法中的上市公司特别规则。新《公

司法》有 26 处提及“上市公司”，包括第五章第五节“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中的 15

次，第六章第二节“股份转让”中的 7 次。《监管条例草案》发展了公司法中的治理规则（如细化

了董事会秘书制度），但是监管规范的扩张会在客观上压缩公司法一般规则对上市公司的普适空

间。改善上市公司监管虽有必要，但行政监管不能取代公司治理。行政监管的目的是激活而非窒

息公司治理。监管不是万能的，市场会失灵，监管也会失灵。公司法虽已导入必要的少量公法规

范，但主体部分仍是私法规范。 

从立法论角度看，“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仅系行政法规，属于证券法的下位法，理应将上

市公司监管严格限定于证券法授权的框架之内，尤其要精准聚焦信息披露监管，而不应吞噬公司

为各类公司（包括上市公司）设计的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则，尤其是公司治理规则。倘若监管者运

用政府有形之手，夯实公司法权威，当然具有正当性与合宪性。早在 2007 年 9 月 7 日，原国务院

法制办公室就公布了《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25〕，但因不少条款违反公司法基本

原理及一般规则，该征求意见稿最后无疾而终。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就解释论而言，司法解释在促进公司法与证券法之间的同频共振、保持上市公司行政监管的

谦抑性方面大有可为。上市公司监管应以尊重与激活上市公司理性自治为前提。司法解释应筑牢

公司法作为上市公司基本法的压舱石地位，维护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必须共同信守的核心价值

与一般规则，预防非必要行政手段取代公司法规则与公司理性自治的矫枉过正现象。 

（六）公司法与特定类型企业立法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公司的生命周期中，民企、国企、外企与混合所有制企业面临的机遇、挑战与风险既有共

性，也有个性。为确保特殊类型公司的独有争讼获得公平圆满解决，建议推动公司法与企业国有

                                                        
〔25〕 刘俊海：《落实科学发展观  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以上市公司监管立法为中心》，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第56 −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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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法、民营经济促进法、外商投资法之间的同频共振，既要坚持平等原则，也要关注不同类型

公司的差异化争讼解决方案。 
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司法解释必须推动公司法与企业国有资产法

的良性互动，要聚焦国有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与国有控股公司）在股权转让、股权行使、公

司治理等方面的特殊规则。《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47 条指引法官在产权交易场所转让有限

责任公司国有股权时，参照产权交易场所的交易规则确定“书面通知”“同等条件”等要件，但未

对国有公司领域的争讼裁判作出系统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淡化对国有公司的特殊关注，有助于

彰显国有公司与民营公司之间的地位平等，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弥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

资产法》（下称《企业国有资产法》）对公司法一般规则作出特别规定时的可诉性短板。其一，建

议明确国家股东权利代理机构的民事主体地位。国务院国资委是国务院特设机构，不是国务院的

组成部门、直属机构或直属事业单位，其对目标公司行使的权利性质为股权，是民事权利，而非

行政权。其二，国资委与目标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的争讼是民事争讼，而非

行政争讼。其三，对国有金融机构行使国家股东权利的财政部本身虽系国务院组成部门与行政机

关，但在行使国家股东权利时的法律角色仍系民事主体，而非行政机关。其四，为确保民企与国

企之间开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行稳致远，建议明确“程序严谨、信息透明、对价公允”的裁判准

则与救济措施。其五，建议系统明确国有股权转让的特殊规则，包括未履行产权交易所进场交易

规则以及资产评估报告备案规则的股权转让与增资扩股的法律效力。《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54 条

要求国有股权转让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但由于该规定的法律属性之争不绝于耳，

与之抵触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存在同案异判现象。 
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司法解释要促进公司法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良性互动。《民营经济

促进法》已自 2025 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

“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

法权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因此，司法解释应精准聚焦民营公司尤其是非上市家族公司的特殊

问题，包括家族公司治理、股权与控制权的传承、家族股权信托、家事法与公司法在裁判家族公

司纠纷时的规则冲突与正当选择。《民营经济促进法》第 38 条第 1 款鼓励有条件的民企建立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第 40 条要求区分民企生产经营收支与股东个人收支，实现民企财产与股

东个人财产分离。但在实践中，多数民营公司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权明晰度与治理水平也

参差不齐。法官在裁判复杂案件时要通盘考虑个案中不同民企的差异性。 
为增强吸引外资制度的全球竞争力，司法解释要推动公司法与外商投资法的良性互动。2019

年 3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标志着外企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业已圆满

完成历史使命，并全部融入现代公司法的历史洪流。这也正式宣告了外企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

式的终结与股东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复兴。但在实践层面，不少外商投资公司在外企三法废止

后的 5 年过渡期之内依然尚未完全纳入公司法轨道。主要症结是，外企三法时代的董事会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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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权修改章程的机构。但是，股东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比董事会中心主义治

理模式更符合控股股东（而非中小股东）的核心利益。倘若中小股东委派的少数派董事强烈反对，

董事会就无法作出终结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引入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决议，因而导致章程修

改机制失灵。为打破制度转型僵局、实现新旧规则的平稳过渡，建议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若董事

会逾期未作出修改章程的决议，任何股东均有权直接激活外资公司的股东会决策机制、推动公司

治理模式变革。
〔26〕当然，外企三法与公司法之间还有不少规则缝隙亟待司法解释的弥合。对于外

资公司之争，原则上要按照新老划断理念予以裁判，尽量避免新法溯及既往滋生的副作用，只有

如此，才能弥合新旧规则之间的缝隙，早日完成公司法统一大业。 

四、结语 

总体而言，《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既体现了开门释法、

民主释法、透明释法的理念，也掀起了公司法学界的头脑风暴，对于推进我国公司法现代化功德

无量，值得点赞。哪怕在司法解释正式出台之前的最后一刻，起草者也仍应秉持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正视与破解《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存在的碎片化难题。 

一要增强公司法裁判规则的体系化。既要尽量扩充司法解释的外延与内涵，也要保持司法解

释的开放性与动态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由于新《公司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迄今不

足两年，其实施效果与裁判需求也尚未充分显现出来。因此，在短时间内出台一部大而全的公司

法司法解释既不明智，也不现实。为消除不断增长的公司争讼裁判服务需求与滞后的同案不同判

的争讼服务供给之间的根本矛盾，必须保持司法解释起草的谦抑性、开放性、渐进性与包容性。

为铸造精品司法解释，必须将大而全的释法策略转型升级为小而美的渐进式释法策略，可优先推

出共识条款，并暂时搁置分歧较大的条款，待社会各界深思熟虑以后再有序稳步推出。 

二要推进公司法裁判理念的体系化。建议司法解释在一般条款中画龙点睛地阐明公司争讼裁

判理念：尊重与保障公司生存权发展权，弘扬股权文化，强化交易安全，保护职工权益，赋能公

司社会责任，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公司理性自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方针。这些裁判理念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由于公司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的承担牵一发而动全身，

每一条司法解释都须兼顾促进公司繁荣、创造股东价值、保护债权人、善待利益相关者、弘扬企

业家精神等核心价值目标。司法解释要善于登高望远，画大公司利益共同体的同心圆，提取最大

利益公约数，公允对待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每项合理诉求与抗辩，既要反对厚此薄彼，也要预防价

值撕裂与矛盾激化。 

三要推进公司法与相邻法交叉领域争讼裁判规则的体系化。为推进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完

美融合、填补公司诉讼程序规则缺失的短板，司法解释要促成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无缝对

                                                        
〔26〕 刘俊海：《论外商投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升级：董事会中心主义走向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法律瓶颈及其突破》，载《社会科学辑

刊》2024 年第 1 期，第 84 −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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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健全公司诉讼规则。为充分释放公司法的正能量、理顺公司法与民法和而不同的紧密关系，

司法解释必须促成公司法与民法之间的无缝对接，扭转司法实践中的“重民法、轻公司法”的思

维定势。“春江水暖鸭先知”，在运用《民法典》填补公司法漏洞之前，法官应举证证明其已竭尽

公司自治法的检索。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法治建设，终结重刑轻民、先刑后民的裁判乱象，

司法解释要促成公司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无缝对接。为推进公司治理民主化、构建股东

与劳动者同甘共苦的公司命运共同体，司法解释要促成公司法与劳动法的有机融合。为提升上市

公司竞争力，司法解释必须促成公司法与证券法之间的无缝对接，维护公司法作为上市公司基本

法的地位。为确保民企、国企、外企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实质平等与各得其所，司法解释要促成

公司法与特定类型企业立法之间的有机衔接。为公平化解公司从正常发展阶段转入破产阶段的股

东与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提高和解与重整的成功率，司法解释也要推动公

司法与破产法之间的有机衔接。在股东权益为正数时，股东是公司背后的剩余索取权人。衡量董

监高对公司所负信托义务的核心指标只能唯股东最佳利益马首是瞻。但是，在公司破产、股东权

益归零或者降为负数时，股东的剩余索取权人地位就被债权人取而代之。此时，衡量董监高或者

破产管理人对公司所负信托义务的核心指标只能唯债权人最佳利益马首是瞻。确保各类债权人足

额受偿的最佳策略依然是，促成和解与重整（包括预重整）成功，拯救公司生命、康复公司活力，

恢复新旧股东的剩余索取权人地位。 

立法不易，释法更难。司法解释无权造法，只能释法。司法解释的角色定位不是为芸芸众生

的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制定行为规则，而是为法官制定裁判规则。尽管司法解释的直接用户是法

官，法官运用司法解释的裁判结果却直接影响争讼两造的输赢结果。因此，能否公允识别公司及

其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公约数、充分萃取商业界与法学界的最大学术共识，考验着公司法司法

解释起草者的智慧与美德。 
 

On the Fragmentation and Systematic Design of the Draf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LIU Junhai 
 

Abstract: The adjudication rules introduced in the Draf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have innovative value, but the Draft has shortcomings of fragmentation. First, it 

fails to cover the major blind spots of adjudication rules within the company law framework, and 

the codifi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model cannot maintain its openness. Second, the core values of 

company law adjudication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resulting in the adjudication rules acting in their 

own way and conflicting with each other. Third, it has not eliminated the fragmen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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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dication rules between corporate law and neighboring laws, resulting in some disputes falling 

into extrajudicial territory. To eliminate rule conflicts and blind spots in adjudication, and enhance 

the actionability and enforceability of the Company Law,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systematic 

desig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First, the systematization of adjudication rul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extension and connot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expanded, and the 

codified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incremental interpretive strategy. Second, 

the philosophy of company law adjudication should be systematized,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corporate rights to survive and thrive, promoting the equity culture, strengthening transaction 

security, protecting employees, empower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roving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ship, encouraging corporate rational autonomy, and 

implementing the “two unswerving” policies. Third, the adjudication rules for disput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ompany law and adjacent laws should be systematized. To promote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company law and civil procedure law 

should be coordinated. To fully release the positive energy of company law, company law and civil 

law should interact positively based on the priority of company law. Judges must exhaust the 

company’s internal governance rules before applying civil law to fill loopholes in corporate law. To 

end the chaos of criminal law over private law, a seamless connection among company law,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hould be created. To promot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pany law and labor law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listed companies, company law and securities law should be connected, and the 

company law should serve as the basic law of listed companies. To ensure substantive equality 

between firms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ownership,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company law 

and specific types of enterprise law should be improved. To fairly resolve spe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at the bankruptcy stage of companies, company law and bankruptcy law should be 

connected. Whether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takeholders can be fairly extracted, and whether the greatest academic consensus of the business 

and legal circles can be fully condensed, will test the wisdom and virtue of the drafter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Incremental Interpretive Strategy;  Judicial Philosophy;  Entrepreneurship; Civil 

Law;   Corporate Autonomy Rules;   Lis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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